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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制约因子
及修复技术
贺金生1,2，刘志鹏1，姚拓3，孙书存4，吕植5，胡小文1，曹广民6，吴新卫4，李黎5，

卜海燕7，朱剑霄1*

摘要 分析了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植物种源、土壤微生物、土壤养分和

人文因素；提出了针对这些制约因素的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途径：（1）研发乡土草种子

采集、扩繁、包衣等技术，不同乡土草种种子组配及免耕补播技术，解决种源制约；（2）筛选

适用于退化草地恢复的复合微生物菌种并研发菌剂，解决退化草地恢复的微生物制约；

（3）研发以土壤养分调控为基础的植被恢复技术，解决退化草地恢复的土壤制约；（4）构建

基于牧民新技术应用的草地适应性管理模式。分析认为，基于乡土草种、微生物、养分调控

为主的物源途径的“近自然恢复”，有潜力成为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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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约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1/4，它是

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亚洲十大河流的发源地，是中

国水资源和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区[1-3]。同时，由于

极端的环境条件，该区域也是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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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脆弱区之一[4-5]。青藏高原分布各类草地 151.4
万 km2，占青藏高原面积的 60%。根据 1∶100万中

国草地资源图[6]，青藏高原草地资源丰富，包括高

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荒漠草原等

17个草地类型。其中高寒草甸的面积最大，达64.1

万 km2，占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的 42%，其次是高

寒草原类，占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的 28%，而暖性

草丛、热性草丛、热性灌草丛和温性草甸草原类的

面积较小，不足0.2万 km2（图1（a））。

草地类型依据中国 1∶1000000草地资源图[6]；净初级生产力数据依据文献[10]重绘

图1 青藏高原草地类型（a）与过去30年净初级生产力的变化（b）

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的植被在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双重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高

原整体上植被活动趋于向好，但内部存在极大的空

间异质性[7-9]。1986—2015年，高原植被净初级生

产力平均每年增加 1.3 g·m-2，具体表现为水热条件

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植被恢复迅速，但西部高海拔

地区植被生产力增长缓慢，部分地区草地出现退化

现象（图 1（b））[10]。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地受

降水的时空变化影响较大，草地生产力下降，生态

系统功能退化明显，如藏北和那曲部分地区草地生

产力退化[11]和甘南地区草地面积锐减[12]。此外，气

候变化和以过度放牧为主要形式的人类活动加剧

了一些地区的草地退化，如三江源地区以“黑土滩”

次生裸地为主的退化草地[13-14]、青海湖以东地区的

沙化退化草地[15]、西藏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及其

支流拉萨河和年楚河）河谷地区的沙化与毒草退化

草地等[16]。最近 10年来，随着青藏高原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实施，生态系统退化的态势

得到了一定遏制，但部分草地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

退化，尤其是在干旱的年份叠加过度放牧活动，草

地退化加剧。

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草地的生态属性下降（如

草地生产力、生物多样性、土壤有机质和养分的固

存能力、水源涵养能力等）和生态系统其他服务功

能减退（如牧草产量、牧草质量、旅游价值等）。在

高原生态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人工草

地建植和免耕补播是退化草地恢复的主要手段，但

补播和人工建植的草地草种单一、优良乡土草种

少、稳定性差等问题突出。这些恢复措施可使草地

覆盖面积和植被生物量短期恢复，但被恢复草地无

法保持生产和生态功能的可持续性。因此，在恢复

实践中应该倡导遵循自然规律，了解恢复区域周边

草地群落的组成、结构及土壤条件，以外源添加（种

源、养分、微生物菌剂等）为辅助手段，开展兼具生

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为目标的“近自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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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措施

目前，针对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问题，中国

草地生态学科研人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一

系列的恢复措施，为中国草牧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17-18]。以Web of Science核心

数据库及中国知网（CNKI）中文数据库，并以

“（grassland OR steppe OR meadow OR pasture OR
rangeland）AND（restor* OR rehabilitat* OR regener‐
at* OR establish*）AND（Tibetan）”和“（'草地'+'草
原'）*（'恢复'+'治理'）*（'青藏高原'）”为检索词，系

统整理了 2000—2019年间关于青藏高原退化草地

生态修复措施的文献资料，总计 169个恢复研究案

例（图 2）。针对青藏高原草地恢复措施共计 12项，

其中应用最为广泛是围栏封育（78个案例）、其次

为人工草地建植（35）、退耕还草（12）、免耕补播

（11）、施肥（11）的研究案例数也在 10个以上，而草

方格沙障、草地灭鼠、划破草皮等修复措施案例也

有研究。

过度放牧是导致天然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19]，

而围栏封育可以有效地降低草食动物对草地的啃

食，有利于草地生态系统稳定及生产力的自然恢

复[20]，因此被诸多学者关注。围栏封育简单易行，

在高寒草地的各个地区具有普遍应用，但也有研究

指出长时间的围封并不利于高寒草地的恢复[21-22]，

因此围封时间的长短需依据当地的具体环境而制

定。如 Cao等[23]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探究了不同

围封时间（5、13、22、39年）对高寒草地恢复的影

响，他们认为 13年的围封时间较为适宜；而 Zhu
等[24]却认为 3~4年是青藏高原高寒草地适宜的围

封时间。值得指出的是，围栏封育已经有 40年的

历史，尽管有助于草地恢复，但对野生动物的自由

迁徙、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明显的副作用，需要

研发新一代的替代产品。

目前，人工草地建植普遍应用于退化严重的草

地（如“黑土滩”），其优点是可以快速增加退化草地

的植被盖度，解决草畜矛盾。目前应用于高寒草地

的播种植物主要包括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

冷地早熟禾（Poa crymophila）、中华羊茅（Festuca si⁃

nensisi）等优质禾本科牧草[25-26]。但相较于自然群

落，青藏高原地区用于人工草地恢复的植物物种种

类仍然偏少，这就使得人工草地的植物群落在自然

环境中不稳定，极易引起草地的再次退化。因此在

后期人工草地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植物群

落组成，增加播种植物的物种种类数量[27]。

与人工草地不同，免耕补播可以在不破坏或少

破坏当地草地植被的情况下促进退化草地向良性

方向发展。如 Feng等[28]发现在严重退化草地进行

垂穗披碱草的补播可有效提高土壤质量，促进退化

草地的恢复。但不同物种竞争力不同，免耕补播的

效果在不同退化草地间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退耕还草是中国重点提出的草地生态恢复措

施，从 1999—2000年实施以来，已经开展了 20年，

主要依赖生态系统自身的演替使退化草地得以恢

复。但退耕还草这种恢复措施在高寒草地具有明

显的地域性差异，目前主要集中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的甘肃省甘南州及青海省果洛州等低海拔的地区。

退耕还草这种措施同样简单易行，但耗时相对较

长，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如 Li等[29]发现退耕

还草 10年后高寒草地才能恢复到较为稳定的状

态。因此，研发适宜青藏高原野生牧草种子的采

集、扩繁和机械补播技术是解决野生牧草种源不

足，提升人工草地建植、退耕还草和免耕补播在青

图2 青藏高原退化高寒草地不同草地恢复措施的案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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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中应用的有效途径。

通过施肥措施改善土壤养分条件是补充退化

草地植被所需营养的直接方法，其特点是可快速增

加草地的生产力。目前，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使用

较为普遍的肥料为氮肥，但过量的施用氮肥会引起

草地生物多样性的下降[30]。因此，未来研究仍需对

不同草地类型的最适施肥量及施肥种类展开大量

研究。此外，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不同地区，针

对当地的主要生态问题都应用了相应的草地恢复

措施，如：在甘南地区针对草地沙化问题，采用了草

方格沙障技术[31]；在青海省等鼠害严重地区，才用

了草地灭鼠措施[32]等。

综上所述，各种草地生态恢复措施均可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在实际应用中应依据

退化草地的具体环境采取相应的恢复措施。但另

一方面，不同草地恢复措施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对高寒草地的退化问题，急需研发出适宜的综

合治理模式。

2 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制约因

子分析

制约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因素因草地类型和

退化阶段而异[33-35]。近年来，国家先后启动了一系

列退化高寒草地治理项目，已取得一些成效，但由

于退化草地自然恢复时间长、人工补播草地稳定性

差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其退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

性扭转。总体而言，青藏高原特殊的生物和非生物

等制约因子导致了退化草地的恢复过程漫长（图

3）。在恢复过程的不同阶段，退化草地受到不同的

因子制约。在重度退化草地恢复的早期，主要受土

壤物理性质、土壤养分的制约；在恢复的中后期，主

要受生物因子的制约。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

寒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制约因子，了解不同退化草

地对不同物源制约因子的响应，是物源制约因子技

术研发与应用的需求。

2.1 草地恢复的植物种源制约

一般而言，因恢复目的和退化程度的不同，退

化高寒草地的恢复措施涉及围栏封育、施肥、灌溉、

补播等措施。对于中、重度退化的高寒草地，围栏

封育等自然恢复措施通常所需时间极长，如李希

来[36]研究表明，极度退化黑土滩自然恢复可能要近

500年时间。但另一方面，通过高强度的人工干预

措施进行退化高寒草地的重新建植虽然在短期内

可使草地迅速得以恢复[37-38]，但无论是免耕补播，

还是人工草地的建植，遇到的挑战之一是随着草地

恢复进程的推进，草地生产力出现下降、稳定性降

低的趋势[14]。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补播的

草种单一，物种多样性低下，进而造成的草地群落

稳定性低下及多功能性失衡[39-41]。天然草地特别

是植物多样性高的天然草地，对环境变化具有较高

的抵抗力[39]。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的稳定和维持，

还需生态系统能够具有多种功能的能力，即生态系

统多功能性（ecosystem multifunctionality，EMF）[42]。

因此，如何利用适应本地环境的乡土草种构建物种

多样性高的草地群落，即解决种源制约，进而提高

恢复过程中草地的稳定性和多功能性，即应用“近

自然恢复”技术进行高寒草地的恢复将成为青藏高

原草地恢复建设的有效途径[43-44]。

受青藏高原地区极端环境条件限制，目前能够

大量获取的乡土草种只有垂穗披碱草、老芒麦

（Elymus sibiricus）、中华羊茅、草地早熟禾（Poa pra⁃

tensis）、星星草（Puccinellia tenuiflora）等不到十种

禾本科草种，其他科属植物种源不易获取[14]。因

此，种源不足是限制青藏高原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

重要物源制约因子。

2.2 草地恢复的微生物制约

微生物在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和养分循

环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是促进草地土壤形成、演化

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45-49]。

图3 草地恢复的过程及物源制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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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不仅维持了多种生

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而且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控制

也是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50-53]。细菌、真菌、

噬菌体、原生动物等大量微生物既是草地土壤中活

的有机质部分，又是土壤养分的“源”和“库”，是草

地生态系统最为敏感的指示信号[54-59]。

草地生态系统中牧草-土壤-微生物三者相互

作用的特殊微生态系统组成了根际环境，但它们之

间的相互作用和微生物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未知的。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少部分微生物在植

物根系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共生或互生关

系，它们不仅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中对植物生长

表现出积极作用，而且对其他种微生物种群结构影

响显著[60-61]。也有研究显示植物能够通过根际分

泌物成分的复杂变化来塑造对自身生长代谢有益

的根际微生物群落[62-63]。接种健康土壤中的少量

“供体”微生物有助于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64]。

微生物制剂在退化草地恢复中的应用并不多

见，但世界各国微生物制剂种类繁多，并大量运用

于农牧业。主要的微生物制剂包括固氮菌肥、解磷

解钾菌肥、分解菌剂等[65-68]。尤以根瘤菌、圆褐固

氮菌、固氮螺菌、巨大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荧

光假单孢菌等为主要菌种的产品已大量应用，如巴

基斯坦“Biopower”、美国“Azo-Gree”、“Azo-Green”、
意大利“Zea-Nit”等[69]。但由于菌种、作物和地域不

同，各类微生物制剂效果差异很大。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特殊，获得这种生态环境下

可培养、高效功能菌种及其组合是打破退化草地土

壤微生物制约并将其应用于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

关键。为提高效果和功能，应用多种不同功能的菌

株，实现多菌株混合、高密度发酵是微生物制剂生

产的关键技术。

2.3 草地恢复的土壤养分制约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包括 3种主要类型：其一，

中度退化草地，即植被土壤完整、但初级生产力和

土壤养分含量低[70-71]；其二，黑土滩，即植被基本丧

失但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仍然较高[36,72]；其三，沙

化草地，植被和土壤功能均基本丧失[73-74]。而退化

草地的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生产力下降，很大程度上

与草地的土壤养分不足或失衡有关[75]。

Dong等[76]通过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草地

土壤动态的研究发现，表层土壤（4~20 cm）有机碳

和全氮含量却随草地退化程度增加而下降。高旭

升等[77]通过对三江源区高寒草原草地不同退化程

度土壤养分变化的研究发现，土壤速效磷含量则不

受草地退化程度的影响。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

过程受到土壤养分制约，但不同退化草地类型之间

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目前，在青藏高原草地恢复过程中，已进行了

一些恢复土壤养分促进草地恢复的尝试。例如，通

过施肥并辅助围栏封育恢复中度退化草地土壤养

分[78]；通过构建土壤（土层覆盖）并辅助施肥恢复黑

土滩退化草地土壤养分[79-80]。但由于退化草地类

型不同，退化草地的土壤养分存在差异，通过外源

养分添加需充分了解不同退化草地土壤养分的实

际情况，才能让土壤养分元素之间计量关系达到平

衡。此外，即使在植被退化的草地如黑土滩，受限

于其他因素如降水量低等的限制，其土壤有效养分

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和利用，外源养分添加措施的

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因此，如何充分释放内源养分

并辅助外源养分添加措施可能是退化高寒草地恢

复过程中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2.4 人文制约因素

青藏高原草地的使用主体是藏族牧民，长期以

来社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草地的现状和未

来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草地恢复的实施需要充

分吸引和引导牧民的参与，特别是新技术的研发和

使用能够与牧民互动，并建立恰当的鼓励机制，发

挥牧民的主体作用，无疑会大大提高草原恢复及其

后更重要的草原管理的有效性、持续性和推广的可

能性。

大多数适应性管理理论框架将知识、学习和实

践作为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81]。在

草地生态系统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中，

对管理结果的准确预测尤其具有挑战，因而对自然

资源的适应性管理要求进行迭代决策，以应对现有

知识不足的情况[82-83]。为了应对草地管理失效的

问题，迭代性决策需要完成以下必要的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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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问题和目标、权衡不同替代方案、实施、监测、

评估和调整等[84]。目前的适应框架将重点放在共

同学习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上。然而，对社会系统适

应性的最新研究发现，在决策层面，导致适应行为

失败的许多障碍存在于认知层面，往往包含在当地

人对变化及其因果关系的感知和解释中[85]。例如，

加拿大土著社区的研究表明，当需要的行动与传统

价值观相抵触时，适应性行动往往面临障碍[85]，这

与青藏高原牧民不愿意通过“杀生”，如消灭高原鼠

兔，而进行退化草场修复的情况相似。因此，文化

因素，包括当地社会系统对生态变化的感知和解

释，及其所依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应被视为社

会-生态系统反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价值观的适应方法假设[86]，新的适应行动

是由社会价值观、传统生态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成功

结合而引发的。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作为外

部驱动力的科学技术只有被社会系统认同和采纳，

融入促进社区行为改变的内生驱动力，才有可能产

生促进社区生态恢复的行动，并使得社会-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性或复原力得以增强[85,87]。当地社区在

对草地退化治理的响应中，牧民是否接受上述物源

调控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将成为青藏高原退化草地

恢复的关键。

3 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技术瓶颈

3.1 植物种源

尽管应用乡土草种进行草地恢复已成为国内

外恢复生态学研究和实践的共识，但通常难以得到

大面积的应用，其中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乡土草

种源的获取[88]。合适的种源是确保目标种群稳定

和存续的前提，一般要求种子来源于恢复目标区域

或者目标区域的附近[43-44]，而通常情况下，目标区

域往往难以提供足量的乡土草种，即使通过野外采

集能够满足需要，也非常昂贵，难以大规模应用，对

于多物种组合的种子补播技术则更为困难。因而，

乡土草草种特别是非禾本科植物草种的生产技术

实际已成为限制多物种种源调控技术应用于草地

恢复的瓶颈。其次，高寒草地多数乡土草草种体积

较小、种子质量相对较差、机械化播种难度大等导

致的补播种子出苗及存活率低、补播技术不易推广

等问题，是限制退化高寒草地“近自然恢复”的关键

因素之一。因此，研发乡土草种采集、扩繁、组配和

免耕补播技术刻不容缓。

3.2 土壤微生物

植物根际促生菌和菌根真菌等有益微生物的

应用有助于改善可持续农业和环境稳定性[89-93]。

但目前国内外针对草地与牧草的微生物菌剂研制

和生产较少，且以苜蓿等豆科牧草为主，对非豆科

牧草或草地群落植物群体的微生物菌剂研究与应

用极少。此外，还有些其他关键问题尚待突破，包

括以下4个方面。

1）现有微生物菌剂产品功能单一，效果不明

显。虽然国内外已有规模化微生物菌剂产品，但不

同生境的植物根际生存着不同菌株，而不同菌株对

环境的适应性不同，尚无一种产品能够普遍适于所

有土壤。因此，如何高效、快速地获取作用范围广、

促生作用显著的植物根际促生菌，研制“集根际促

生、生防及土壤生物改良等功能于一体”的环境友

好型微生物制剂，已成为研制微生物肥料、开发新

型农药及修复生态环境的瓶颈问题之一。

2）目前广泛推广的微生物菌剂均以中温菌为

基础，一般在环境温度 30℃左右时活性较好，而实

际应用中常以微生物制剂拌种。如针对性应用于

青藏高原等寒冷环境中，则需开发以嗜冷或耐冷菌

株为基础，能够在低温下也能显著发挥作用的微生

物制剂。

3）功能微生物菌群的高密度混合发酵与菌剂

生产工艺优化难度大。目前国际普遍认为高密度

混合发酵是一种先进的高效技术，是微生物制剂发

展方向。但其技术难度也较大，如何使从高寒生态

区获得的特殊的、不同功能优良菌株能实现高密度

混合发酵是功能微生物制剂实现的又一关键技术。

4）微生物制剂在退化草地的推广应用问题。

首先，微生物制剂在效果上比化肥来得慢，且在成

本上没有显著优势，这是在牧区推广应用的难点之

一；其次，是在充分考虑人力、效力和成本问题的基

础上，如何将微生物制剂有效施入退化草地并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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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发挥是微生物制剂推广应用的又一瓶颈问

题。此外，功能微生物制剂使用方法尚需探索。目

前功能微生物制剂在中国的农牧业生产中使用比

例日益提高，虽然农区有一些成熟的方法可借鉴，

但草地特别是天然草地，如何使功能微生物制剂施

用不“挂”草丛上部而充分接触土壤并发挥作用，是

功能微生物制剂发挥作用的关键技术。

3.3 土壤养分

目前，通过不同外源添加途径，改善青藏高原

退化草地土壤养分亏缺已有一些尝试[78-79,94]。但无

论施肥还是土层覆盖措施，或存在着因缺少对不同

类型草地养分需求差异的精确把握而不能因地制

宜，或忽略了改变土壤物理性质的必要性，致使物

种单一的人工草地难以持续稳定等问题。此外，这

些恢复措施通常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外源物质

的输入，忽视青藏高原退化草地土壤的实际情况。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通常具有丰富的土壤有机

质和种子库，外源补充（如水分入渗和少量施肥等）

可以激发土壤有机质分解、提升养分有效性和种子

着床率，加速退化草地的植被恢复[95]。研发这样的

土壤养分调控技术既能提高草地物种多样性，又能

降低投入成本，是实现“近自然恢复”的必要途径。

土壤养分（如 N和 P）分布和含量具有明显的

时空异质性，寻求不同类型退化草地退化过程中的

限制性元素是研发养分调控技术的关键环节。生

态化学计量学的兴起和应用为打通这一环节提供

了保障[96]。例如，通过土壤N/P比值可以判断养分

限制状况及哪种养分限制了有机质的分解[97]。因

此，在厘清不同退化类型草地的土壤养分化学计量

学关系，找出限制性元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通过

人为干预措施如施肥改变元素的计量关系使之平

衡。然而，土壤的结构复杂，养分添加（施肥）措施

虽然能够理论上平衡土壤元素之间计量关系，但并

不意味着土壤中的有效养分能够满足植物生长，这

种状况在黑土滩尤为典型。

对于特殊的退化类型，通过机械耕作措施例，

如翻耕、改造土壤的物理结构、提高土壤的养分有

效性，是更为有效恢复手段[98]。因此，研发新型的

机械耕作技术是黑土滩土壤恢复的重要方向之一。

草地沙化是荒漠化的前期阶段，其治理和恢复措施

国际上存在明显争议。其中，以 Savory为代表的

“综合管理”派强调利用放牧大型草食动物自然恢

复沙化草地，认为利用牦牛粪便增加沙地的有机

质，粪便覆盖降低水分蒸发；利用牦牛群的踩踏作

用混合粪便和沙化土壤，同时疏松沙化草地表皮、

增加浅深层沙地紧实度，降低水分入渗；利用牛粪

中的种子库完成植被初植[99]。但因这种措施对环

境条件（尤其是降水）要求较高，世界范围内的实施

效果并不理想[100]。青藏高原退化高寒草甸分布区

（如若尔盖地区）的高降水量以及管理现状（牛羊为

主）为利用“综合管理”措施提供了成功的可能。

根据不同类型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的限制性

元素，以生态化学计量学理论为基础，按照“测土配

方施肥原则”，进行外源养分补充，针对性地通过人

为干预措施，促进退化草地植被恢复，将是重要的

研究方向。

3.4 技术推广的瓶颈

不同人类群体对环境变换的适应性（adaptabil‐
ity）是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101]。对青藏高原

社会-生态系统耦合与解嵌的前期研究中发现，当

地牧民基于传统文化对草场退化机理的认知与科

学解释之间存在显著差别[102]，草地恢复过程中的

“灭鼠”及“种草”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杀生”“破

土”等禁忌存在冲突，使得草地恢复实践中的新技

术往往难以被牧民接纳、采用或推广，使草地恢复

成效大打折扣。但近年来，也观察到存在少数特殊

的社区，不仅能主动接受草地恢复的理念，甚至主

动把现代科学知识本地化，产生了新的本土知识

（local knowledge），并由社区带头人组织起由全村

共同参与实施的草地恢复行动。

在青藏高原这一快速变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可持续资源管理要求当

地社区主动将外来知识与传统生态知识进行融合，

形成新的本地知识，同时根据对当前自然资源管理

的结果，进行迭代决策，最终实现适应性的资源管

理[82-83]。牧民传统知识抵触现代草地管理模式是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修复技术无法应用和推广的主

要障碍。为此，可以认为应采用根据基于价值观的

72



科技导报2020，38（17） www.kjdb.org

适应方法[86]来研究青藏高原牧民对物源调控技术

的态度，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框架，理解外

部驱动因子如何与社会系统的内部核心要素相互

作用，综合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以创造新的本土知

识，并激发出新的适应性行动，以增加社区对环境

变化的适应力[103]，应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变化。

通过分析不同社区牧民对草地恢复物源调控

技术的认知和响应方式，识别出藏族牧业社会应对

生态系统变化的内部核心要素及外部驱动因子，分

析创新性本土知识和适应性行动发生的路径。在

牧区引入种源、养分和微生物调控技术，识别牧民

主导开展草地恢复的关键条件，通过对草地恢复的

成效进行评估，提炼总结草地适应性管理的有效模

式，通过拍摄纪录片、组织牧民学校、提出政策建议

等方式对该模式进行推广、激励。

4 未来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调

控措施

通过梳理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主要措施

可以看出，利用围栏封育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利用

火烧、刈割和控制杂草的研究相对较少[104-105]。此

外，中国缺乏利用干草覆盖和草皮移植技术方面的

研究，但草方格沙障和草原灭鼠是中国特有的草地

生态恢复技术[106-108]。目前缺少利用物源调控措施

对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研究报道。为切实解

决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制约因子及

应用技术上的难题，应该基于长期定位监测、野外

调查、遥感影像和实验数据，对近 20年来青藏高原

典型区域高寒草地植被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判断草

地退化程度及恢复潜力，明确限制不同退化类型高

寒草地恢复的种源、土壤养分和微生物功能群，分

析影响人工补播群落稳定性的因素，阐明退化草地

恢复的关键生态学过程及限制因子。在此基础上，

研发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物源调控技术体系，分析牧

民对草地恢复物源调控技术的认知和响应方式，提

出在藏区应用物源调控技术行之有效的草地恢复

适应性管理模式，并进行推广（图4）。

4.1 草地恢复的植物种源调控措施

在青藏高原地区，用于补播和人工草地建植的

草种主要是披碱草、老芒麦、燕麦、大麦和中华羊

茅，当地的优良乡土草种较少[14]。主要原因是中国

在野生牧草种子采集、扩繁、质量提升与播种等方

面还存在一系列技术难题。保障野生牧草种源数

量和质量，即解决物源调控中重要的种源问题，是

实现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前提。选择来源于恢

复目标生境的野生牧草草种进行采集和补播，可以

保持群落的相对稳定，提高草地恢复的能力。但青

图4 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调控措施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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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高原地区退化草地野生草种存在种子量不足、采

集难度大及无法实现规模化等问题。解决这一系

列问题，首先需要筛选适用于青藏高原主要退化草

地类型补播的牧草与乡土草种，研发关键牧草与乡

土草种子的采集、扩繁包衣与补播技术，研制牧草

与乡土草种的免耕补播机械，建立基于青藏高原不

同生态区退化草地恢复的乡土草物种配置模式，形

成适宜于青藏高原主要退化草地类型的补播技术

体系并示范推广。

为了实现上述草地恢复的植物种源调控措施，

首先应该通过野外观察及室内检测，确定主要乡土

草种子的最佳收获期；应用刈割、放牧、生长调节

剂、施肥等方式研发关键乡土草种子扩繁调控技

术；研制适于农户水平的不同形态草种采集与清选

的轻简化技术及设备，以实现关键牧草与乡土草种

子的采集。

其次，通过添加生长调节剂、微肥等种衣剂成

分提高披碱草等禾草种子的出苗和幼苗抗逆能力；

添加鸟、鼠、兔等的动物驱避剂和警戒性染料等防

止种子播种后被采食；添加高效、低毒、低残留杀菌

剂等提高幼苗抗病性；使用丸化剂增强小粒乡土草

种子机械补播性能。

最后，对适宜青藏高原不同区域退化草地恢复

的牧草、乡土草种子进行组配并补播，定期监测植

被盖度、生物量等，确定最优草种组配及播种方案，

研发乡土草种子组配及免耕补播技术。根据退化

草地土壤理化性质、补播草种特性等研制综合破

茬、开沟、播种、覆土、镇压、铺平等功能的免耕补播

机械。最终形成适宜于青藏高原主要退化草地类

型的补播技术体系并加以示范推广。

4.2 草地恢复的微生物调控措施

在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保持土壤微

生物活性，是草地植被恢复的重要保障。分离和收

集不同类型退化高寒草地功能微生物菌株，研究其

定殖与消长动态特征，筛选有益于退化草地土壤改

良及植被恢复的多功能微生物菌种；筛选多功能菌

株组合并分别研制适合豆科牧草、禾本科牧草、其

他科牧草的促生菌剂；毒草、不被采食植物的残体

及家畜粪便降解的菌剂；优化功能微生物菌群的高

密度混合发酵工艺、菌剂载体生产工艺及菌剂规模

化生产工艺，并在典型区域开展示范，达到活化土

壤养分、改善土壤环境、调节土壤微生物生态平衡

的目的，促进退化高寒草地的快速恢复。

为实现上述草地恢复的微生物调控措施，首先

需要采用选择性培养基法和原位定向富集培养法

等方法分离筛选功能微生物，采用生理生化和分子

生物学手段分析筛选到的功能菌株特性。

其次，运用功能菌株筛选及特性研究中的方法

评价不同菌株的共培养特性（促生、生防、分解）变

化规律，筛选最佳的共培养组合，并分析其对土壤

理化性质的影响，阐述不同功能微生物菌剂对改善

土壤环境及促进退化草地恢复的作用。

最后，整合菌株培养技术、不同功能微生物共

培养技术、载体生产技术、菌剂检测技术等，研制出

适宜本项目的多功能菌剂。采用补料恒浊发酵及

多罐联用技术优化多功能菌群的高密度混合发酵

工艺，在此基础上优化菌剂的生产工艺，最终实现

草地恢复的微生物调控技术并加以示范推广。

4.3 草地恢复的土壤养分调控措施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受土壤养分制

约，采用外源添加养分或替代物的恢复手段已进行

了一些尝试[75]。但忽视青藏高原退化草地土壤养

分的实际情况，既不能有效实现退化草地土壤养分

循环，也不能确保土壤中的有效养分能够满足植物

生长[109]。而将外源补充和内源激发相结合，促进

退化草地土壤养分恢复与维持，可以更加有效地实

现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土壤养分调控。针对

青藏高原草地土层浅薄、养分失衡和养分有效性受

限的特点，依据草地土壤养分特征和化学计量关

系，采用外源养分添加和内源养分活化的措施，研

发不同退化阶段草地恢复的土壤养分调控技术，研

发典型小嵩草退化草地恢复的土壤养分调控技术，

研发沙化草地（黑土滩和沙质草地为代表）恢复的

养分调控技术可以实现青藏高原不同类型退化草

地恢复的土壤养分调控措施。

为实现上述草地恢复的土壤养分调控措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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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青藏高原典型区域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的养

分添加实验，量化限制性养分恢复阈值，并辅助补

播（种源调控措施），研发“测土配方施肥法”促进不

同退化阶段草地土壤养分恢复技术。

针对小嵩草退化草地，利用常规粗耕机械设置

粗耕深度梯度实验，监测土壤理化性质及植被状

况，确定最优耕深，并辅助补播和适量施肥，研发

“内源养分活化法”促进小嵩草退化草地土壤养分

恢复技术。

开展沙化草地恢复实验，研究牲畜群体大小、

滞留时间、滞留时机等对土壤紧实度和养分有效性

等理化性质的影响。监测土壤理化性质及植被指

标，明确最优模拟放牧策略并辅助补播和适量施

肥，研发“牲畜踩踏+排泄法”促进沙化草地土壤养

分恢复技术。

4.4 基于牧民应用物源调控技术的草地恢复与适

应性管理模式

研发草地恢复的植物种源、微生物和土壤养分

调控措施，形成退化高寒草地恢复物源调控技术体

系，最终需要应用到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实践

中。需要通过分析不同社区牧民对草地恢复物源

调控技术的认知和响应方式，识别出藏族牧业社会

应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内部核心要素及外部驱动因

子，分析创新性本土知识和适应性行动发生的路

径。在牧区引入上述各项物源调控技术，识别牧民

主导开展草地恢复的关键条件，通过对草地恢复的

成效进行评估，提炼总结草地适应性管理的有效模

式，并通过拍摄纪录片、组织牧民学校、提出政策建

议等方式对该模式进行推广、激励。

具体而言，首先根据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

进行分层抽样，收集不同牧民对新技术的认知和态

度，对草地恢复行动驱动因子进行排序，并识别出

新技术具有高/低接纳度的人群特征。

挑选关键信息人进行深度访谈，进行转写和编

码，提取针对草地恢复的价值观、传统知识、科学知

识、新技术等方面的关键语汇，构建出适应性管理

知识和行动的形成路径。

假设草地恢复行动与传统知识、社会规范及制

度等因素相关，通过模拟行为实验，识别出在青藏

高原牧业社区实现草地恢复适应性管理的外部驱

动因子及内部核心要素。

最后，设立样方，监测草地恢复进程，评估适应

性管理的有效性。总结出一套在青藏高原地区具

有推广价值的草地恢复适应性管理模式，并通过制

作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推广。

5 结论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是该区域的主体，

是中国水资源和生态安全的保障。同时，低温、干

旱、强太阳辐射等气候特征造成了该区域生态环境

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其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差，

导致高寒草地一旦遭到破坏，极难修复。在一系列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下，高

寒草地退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但仍有部分区域高

寒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分析了制约青藏

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制约因子，及其在恢

复过程中的应用技术。提出以人工辅助退化草地

的近自然恢复为主，恢复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

功能的完整性和多功能性。建议采用适应本地环

境的乡土草种构建物种组成丰富的草地群落，结合

筛选出的适应本地环境的多功能菌株，以生产和生

态功能的自我维持为目标，开展草地恢复的物源调

控技术体系研发，包括乡土草种子采集、扩繁、包

衣、免耕补播技术、多功能菌种和养分添加等技术，

开展以牧民主导的草地恢复适应性管理模式研究，

并进行示范。研发适宜于青藏高原退化草地上述

物源调控技术，以人工辅助退化草地的近自然恢

复，并构建草地恢复适应性管理模式，从而为牢筑

生态安全屏障、切实加强山水林田湖草重要生态系

统永续保护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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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ain constraints and restoration techniques of

degraded grassland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bstractAbstract Various types of restoration approaches are currently adopted to restore the degraded grasslands of the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including fencing off grasslands, establishing artificial grasslands, adding nutrients and no-tillage sowing.
Although the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lpine grassland restor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and techniques (i.e.,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related to plant and soil) that constrain the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s is still lacking. Here, we review the key factors constraining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s,
including seed provenance, soil microorganisms, soil nutrients and local culture.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 heuristic framework
to combine a suit of approaches to deal with these key factors in the alpine grassland restoration practices. Specifically, the
heuristic framework will 1) develop techniques for seed collec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native grasses, seed coating, optimal
combination of a range of native species, and no-tillage sowing; 2) screen compound microbial species suitable for degraded
grassland restoration and develop microbial agents to reduce the constraints of soil microorganism; 3) develop vegetation
restoration techniques tailored to soil nutrient regul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onstraint on soil; 4) develop adaptive
management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iques tailored to Tibetan herders. Therefore, we propose "close-to-ature" recovery
restoration, a novel restoration measure that rests on of native grass species, soil microorganisms and regulation of nutrient, as a
potential approach to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restore the degraded grasslands on Tibetan Plateau.
KeywordsKeywords seed provenance; soil microorganisms; soil nutrients; adaptive management; alpine grass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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